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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

推进。本文基于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 Probit 模型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

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主要受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及地理因

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教育程度低、健康状态不佳、父亲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居住在西

部地区以及远离城镇等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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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ors on Ｒural Labor Force Ｒeturning from Non-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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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tuation that rural labor force returned to the farm employment hindered back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ition and urban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08，the paper used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phenomenon．
The study found the returning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geography，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e rural labor force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bad health situation，or rural Hukou in the
west，or far from the town had higher risk of returning to farm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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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向现代一元经济

转型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非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大大加快，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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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非农部门就业
［1］。这种劳动力转移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

民的收入差距，改善农民生活以及农村反贫困立下了汗马功劳。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主要来自

城镇地区，然而，由于苛刻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在城镇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难以与城镇户籍居

民一样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他们往往在城镇地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之后而被城市抛弃，带着老

弱病残的身躯被迫返乡，重新回归农业部门，他们的非农就业岗位极不稳定。这种逆向非农化的现象

不仅危害我国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而且可能在农村制造出一个新的

贫困高风险群体，因为这些由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通常年龄较大，健康状态较差，并可

能未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因而更易陷于贫困中。因此，分析哪些因素导致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

到农业部门具有重大价值。
然而，尽管关于农村劳动力返乡现象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2 ～ 3］，但甚少有文献对农村劳动力从非

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将使用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深入分析哪些因素导致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尽管数据在 2008 年采集，但由于影

响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基本要素变化甚微，因而该数据并不影响对当前问题的判断及相关政

策思路的提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为何不能保持其非农工作的稳定性，而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

这与地理因素、劳动力自身的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将基于人力

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分析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对其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

响，而地理因素和人口特征在本研究中主要作为控制性因素存在。
1． 人力资本与回流到农业部门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关注教育、培训和健康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状况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从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研究者们就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的关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

讨
［4］。蔡昉研究发现，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更能抵御城市经济状况的不利影响

［5］。张林秀等

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增强了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在经济萧条时期，受教育程度较高

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较好地避免被解雇的风险
［6］。培训也增强了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张照新与宋

洪远基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回流的比例低于未受过专业培

训的劳动力的回流比例
［7］。健康资本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众通过分析 1993 年中国

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发现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对于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8］。上述文

献表明人力资本状况影响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他们在非农部门工作的稳定性越高，回流

到农业部门的风险也就越低，因而可以推断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亦可能影响其回流到农业部

门的风险。据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 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影响其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具体而言:

①受教育程度越高，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越低; ②接受过相关培训将能够降低农村劳

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 ③健康状态越差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就

越高。
2． 社会资本与回流到农业部门

社会资本作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时髦的概念，1980 年代以来因其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受到越来

越多研究者的厚爱
［9］。尽管学者对其界定存在分歧，但均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指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的

和可利用的资源
［10 ～ 12］。社会资本有三个层次: ①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即个人和家庭在水平层面上

建立的社会关系网，以及关系网后潜在的价值规范，这种关系网帮助人们获得所需的资源，如信息、
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 ②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关注群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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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和横向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影响群体在社会资源获取中的地位; ③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关注的

则是制度性和政治性环境，它影响国家的经济社会行动以及国家治理的质量
［13］。人们通过对社会关

系的投资和利用，可以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14］。

本文将用是否是党员、是否有亲密朋友、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是否从事过非农工作以及是否是

农村户籍等指标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状况。它们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机会和非农工

作的稳定性，从而影响其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①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劳动力通常

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并更有可能通过关系网络维持其非农工作的稳定性。②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

机会绝大多数来源于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城镇找工作期间以及失业期间，他们将会在老

乡、朋友等帮助 (如吃、住等生活方面以及就业信息方面的帮助) 下，尽快找到新的非农工作，而

这种亲友网络缓解了他们找不到工作返乡务农的风险。③家庭社会资本，是先赋性的血缘性社会资

本，是指个体由其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获得的资本，它是家庭成员可以随时调用而引入到职业活动中

去的资源
［15］。邓肯和布劳 (Duncan ＆ Blau) 在其“地位获得模型”中曾指出，个体地位的获得既取

决于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初职和现职组成的后致性因素，亦受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先

赋性因素的影响。父亲教育水平高以及从事过非农工作，更有可能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

非农工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亦可降低子女返乡务农的风险。④户籍身份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和政

策性因素，本文之所以把它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是因为户籍身份塑造了城乡居民不同形态和特

征的社会网络。因户籍身份的不同导致了城乡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从而在资源可获得性和

占有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实际上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不利于农村劳动

力非农工作机会的获取和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从而可能导致其回流到农业部门。据此，提出下列研究

假设。
研究假设 2: 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状况影响其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具体而言:

①同未入党的农村劳动力相比较，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较

低; ②拥有亲密朋友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比无亲密朋友的农村劳动力更低; ③父亲

曾在非农部门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比父亲未曾在非农部门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更

低; ④父亲接受的教育程度低将增加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 ⑤农村户籍身份将增加农

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于 2008
年 10 ～ 12 月份在全国 28 个省 (市) 进行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调查访问的对象是根据随机抽样

的方法，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即区 (县)、街道 (镇)、居委会 (村委会) 和住户，然后

在每个被选中的居民户中随机选取 1 名 18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作为被访者。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

及念读问卷的访问形式。此次调查共获得 2018 个农村样本。本研究选择了现在仍然从事非农工作以

及曾有非农工作经历而现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样本，共计 621 个，以分析哪些因素与农村

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相关。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其中，描述统计结果

及后面模型分析的结果均根据抽样概率进行了加权调整，数据分析采用了统计软件 Stata 12. 0。
因变量回流务农表示农村劳动力是否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工作。可以看出，从事非农工作

农村劳动力中约有 51. 3%回流到农业部门①。自变量主要包括地理因素、人口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

社会资本因素。从地理因素看，东西部两个地区的样本均约占总样本的 30%，居住在距离最近集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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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部分调查数据针对的是调查时居住在农村的居民，而不包括正在城镇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因此，不能用该比例衡量有从事
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村居民回流到农业部门的程度。调查时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居民主要在居住地附近从事非农工作，因此，该比
例实质上衡量的是在乡村内及周边城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居民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样本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定义

因变量 回流务农 0. 513 0. 500 0 = 仍从事非农工作，1 = 由非农转务农

地理因素 东部 0. 288 0. 453 0 = 其他地区，1 = 东部地区

中部 0. 395 0. 489 0 = 其他地区，1 = 中部地区

西部 0. 318 0. 466 0 = 其他地区，1 = 西部地区

距城镇 5 公里 0. 673 0. 470 0 = 距集镇 5 公里外，1 = 距集镇 5 公里内

汉族 0. 876 0. 330 0 = 其他民族，1 = 汉族

在婚 0. 881 0. 324 0 = 其他婚姻状态，1 = 在婚，有配偶

男性 0. 717 0. 451 0 = 女性，1 = 男性

人口特征 18 ～ 35 岁 0. 190 0. 393 0 = 其他年龄段，1 = 18 ～ 35 岁

36 ～ 59 岁 0. 734 0. 442 0 = 其他年龄段，1 = 36 ～ 59 岁

60 岁及以上 0. 076 0. 265 0 = 其他年龄段，1 = 60 岁及以上

家有幼儿 0. 211 0. 409 0 = 家务无幼儿，1 = 家有 6 岁以下幼儿

小学及以下 0. 411 0. 492 0 = 其他教育水平，1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 411 0. 492 0 = 其他教育水平，1 = 初中

人力资本 高中及以上 0. 178 0. 383 0 = 其他教育水平，1 = 高中及以上

培训 0. 019 0. 137 0 = 未接受过培训，1 = 接受过培训

健康差 0. 126 0. 332 0 = 其他健康状况，1 = 健康较差或很差

社会资本 党员 0. 113 0. 317 0 = 非党员，1 = 党员或民主党员

有朋友 0. 711 0. 454 0 = 无亲密朋友，1 = 有亲密朋友

父亲文盲 0. 393 0. 489 0 = 父亲非文盲，1 = 父亲是文盲

父亲非农 0. 118 0. 323 0 = 父亲在样本 14 岁时未做非农工作，

1 = 父亲在样本 14 岁做非农工作

农村户口 0. 896 0. 306 0 = 城镇户口，1 = 农村户口

公里范围内的样本约占 30%，中部地区的样本约占 40% ; 相应居住距离集镇 5 公里以上的样本约占

70% ; 从人口因素看，汉族样本和男性样本分别占 87. 6% 和 71. 7%，18 ～ 35 岁、36 ～ 59 岁以及 60
岁及以上样本分别占 19. 0%、73. 4%和 7. 6%，约有 21%的样本有 6 岁以下婴幼儿; 从人力资本因素

看，绝大部分样本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样本仅占 17. 8%，仅有 1. 9% 的

样本接受过培训，12. 6%的样本自我评价健康状况较差或很差; 从社会资本因素看，有 11. 3% 的样

本是中共党员，约有 71%的样本至少有一个亲密朋友，近 40% 的样本父亲是文盲，11. 8% 的样本在

自己 14 岁时父亲在从事非农工作; 近 90%的样本拥有农村户口，这意味着约 10%的样本拥有城镇户

口。在农村地区拥有城镇户口的主要是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因土地征用或花钱

购买户口而转变为城镇户口的家庭。

四、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1． 计量模型

本文将采用 Probit 模型。该模型是计量经济学非线性分析中的重要模型之一，并常常被应用于研

究劳动力流动问题
［16 ～ 17］: 对于 Probit 模型，可以写为广义线性模型的形式:

Pr(Y = 1 | x) ≡ p(x) = h(xβ) (1)

其中 g(·) = h－1(·) 称为连接函数。β1 、β2 、… βk 是系数估计值，x1 、x2 、xk 是解释变量。
对于 Probit 模型，h(·) 是取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实证分析中我们往往需要计算偏效应，也

即边际概率①。对于某一个连续的解释变量 xj，其偏效应为:

 p(x)

 xj
= h'(xβ)β 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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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边际概率估算采用了汪伟同样的方法，不过其文未提供计算公式。参见: 汪伟． 农民夫妻非农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分析———
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 ［J］． 中国农村经济，2010，(3)。



对于某一个离散的解释变量 xj，为了简化，我们假定其为二值解释变量 (事实上，一切 k 分类变

量，总可以转化为 k － 1 个二值变量)，其偏效应为:

h(β1 + β2x2 + … + β j －1xj－1 + β j + β j +1xj+1 + … + βkxk)

－ h(β1 + β2x2 + … + β j －1xj－1 + β j +1xj+1 + … + βkxk)

2． 结果分析

从模型分析结果可看出 (见表 2)，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有重

要影响。同仅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相比较，接受过初中、高中及以上程度教育的农村

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显著较低，分别约低 10% 和 25%。而健康状态差则显著增加了农村劳

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同其他健康状态 (包括健康状态一般、较健康和很健康) 相比较，健

康状态差的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约高出 13%。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在城镇

非正规部门工作，而这些工作通常对体力要求较高，健康状态较差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这些持续的

高体力消耗的工作，因而被迫返乡务农。尽管在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但由于无法报销在非农工作所在地的医疗费用，不得不重返农村治疗，这也就增加了他们回流到

农业部门的风险。

表 2 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 Probit 模型 (N =621)

变量 回归系数 边际概率 标准差 P ＞ z
人力资本 初中 － 0. 253 － 0. 101 0. 149 0. 089

高中及以上 － 0. 635 － 0. 245 0. 195 0. 001
接受过培训 0. 344 0. 134 0. 440 0. 435
健康差 0. 319 0. 125 0. 191 0. 095

社会资本 中共党员 0. 276 0. 109 0. 216 0. 202
有亲密朋友 0. 093 0. 037 0. 150 0. 534
父亲文盲 0. 329 0. 130 0. 147 0. 025
父亲非农 － 0. 291 － 0. 115 0. 227 0. 200
农村户口 1. 015 0. 364 0. 240 0. 000

地理因素 中部 0. 564 0. 221 0. 170 0. 001
西部 0. 958 0. 361 0. 195 0. 000
距集镇 5 公里内 － 0. 550 － 0. 215 0. 147 0. 000

人口特征 汉族 － 0. 402 － 0. 157 0. 217 0. 064
男性 － 0. 186 － 0. 074 0. 156 0. 233
36 ～ 59 岁 0. 182 0. 073 0. 172 0. 288
60 岁及以上 0. 458 0. 177 0. 296 0. 121
有配偶 － 0. 093 － 0. 037 0. 228 0. 683
有 6 岁内幼儿 － 0. 073 － 0. 029 0. 185 0. 694

截距 － 0. 618 0. 439 0. 159
Wald chi2 (18) = 139. 25

Prob ＞ chi2 = 0. 0000

注: 在人力资本因素中，教育程度的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接受过培训以及健康差的参照组分别为未接受过培训、健康状态好

或一般; 在社会资本因素中，参照组依次为非党员、无亲密朋友、父亲非文盲、父亲在样本 14 岁时未从事非农工作以及城镇户口;

在地理因素中，中部和西部的参照组是东部地区，距离集镇 5 公里内参照组是距离集镇 5 公里外; 在人口因素中，民族、性别、年

龄、有配偶以及有 6 岁内的幼儿的参照组分别是少数民族、女性、18 ～ 35 岁、无配偶以及无 6 岁内婴幼儿。

接受过相关培训并没有降低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这可能是培训效果不佳所导致

的。有研究指出，已转移至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后续培训工作相对薄弱，许多农民工输入地

的政府未将转移后的农民工培训纳入当地财政支持的培训计划，农民工在不具备相应岗位技能的条件

下很难实现稳定就业，这使得返乡现象频发; 同时，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不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

教学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方法和手段落后; 培训质量不高，使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非农行业的竞

争力不强，直接影响了通过就业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效
［18］。

在社会资本因素中，党员身份和是否有亲密朋友对重返农业部门没有显著影响。其缘由可能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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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身份和亲密朋友是农村劳动力在乡村社会建构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对维持其在城镇地区非

农就业工作的稳定性鞭长莫及，所以难以有效降低他们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农村户籍身份大大增

加了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拥有城镇户籍的农村劳动力通常由乡村教师、医

疗人员以及农业科技人员构成，他们本身主要从事非农工作，同普通乡村劳动力比较，他们拥有更多

的非农就业网络和渠道等社会资本。同这些拥有城镇户籍的农村劳动力相比较，农村户籍劳动力从非

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就业的概率高出 36%。可见，户籍制度人为地构建了城乡二元社会，致使在

城镇地区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无法与城镇户籍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无法融入城镇

社会，从而被迫重返家园。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重返农业部门的概率亦有显著影响。同父亲

是非文盲的农村劳动力相比较，父亲是文盲的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高出

13%。可见，父亲的教育水平塑造了子女非农就业资源的可获取性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父亲在样本

14 岁时从事过非农工作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控制变量中，地理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亦有显著影响。同居住

在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相比较，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他

们重返农业部门的概率分别约比东部地区高出 22% 和 36%。距离集镇位置较近也显著减少农村劳动

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同距离最近的集镇 5 公里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相比较，居住在距离最近集镇

5 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劳动力重返农业部门的概率减少了约 22%。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和集镇附近非

农工作机会较多，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即使失业，也能够很快找到新的非农工作机会，从而降

低了其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
在人口特征控制变量中，除了民族因素外，其他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以及家中是否有

婴幼儿等都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没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青年农村劳动力因更易掌握知

识、技能和信息，他们的非农工作机会相对较多，因而他们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也就相

对较低。但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后，不同年龄段农村劳动力

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需要解决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稳定就业的问题。然

而，我国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镇地区安居乐业，随着年龄增大和健康恶化，他们往往被迫重返

农业部门。基于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地理因素及人口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农业部门就业的影响，本文提出的几

个重要假设大部分得到了有力的统计支持: ①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有显

著影响，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好的健康状况降低了他们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但培训因

为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对降低他们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②农村劳动力拥有的社

会资本状况也影响了他们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农村户籍劳动力重返农业部门的概率显

著较高，父亲是文盲也增加了其重返农业部门的概率，不过是否是党员、是否有亲密朋友以及父亲是

否在调查对象 14 岁时从事非农工作等因素对其回流到农业部门没有显著的影响; ③在控制变量地理

因素中，同东部地区相比较，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就业;

距离集镇越远，回流到农业部门的概率越高; ④在人口特征控制变量中，除了民族因素外，年龄、性

别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地理因素在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向农业部门回流中发挥着关键性

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大都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施加影响。这为我国政府推进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实现

稳定就业和城镇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思路。
就人力资本因素而言，需要进一步巩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成果，提高农村地区技术培训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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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和有效性，重视农村生源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切实保障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由

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起薪甚至低于农民工，读书无用论再度盛行，这可能影响到农村居民对子女

教育的投资，在一些地方中小学的辍学率甚至出现了反弹迹象，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中，应结合非农岗位技术要求，提高培训的成效; 鉴于目前接受相关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所占的比

例极低，需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覆盖面。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跨县市及跨省流动的农村

劳动力的医疗保障问题，一方面，需要保障他们获得常住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权益; 另一方面，

可以把那些已经在城镇地区实现安居乐业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当地城镇居民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
就社会资本因素而言，要通过改革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消除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地区非农部门实现

稳定就业的制度性障碍。
就地理因素而言，在国家产业布局中，要积极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城镇化战

略的实施。就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而言，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既可以降低我国制

造业的成本，继续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亦可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

近提供稳定的非农就业岗位; 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有助

于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条件，既可以在城镇地区就近解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亦可避免人口大规模

跨省流动造成的诸如留守儿童以及空巢老人等巨大的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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